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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基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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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是中国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要求与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但频繁的贸易摩擦加剧了中国数字产品出口及质量提升的不确定性。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

上,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为对象,采用 201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的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

量升级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 FTA 的调节效应。 结果发现:贸易摩擦的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均显著阻碍中国

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其主要机制与渠道是推高中间品进口价格和减少中间品进口数量;自由贸易协定可以

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抑制效应。 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数字产品出口质量提高,贸易

摩擦的影响呈“N”型态势;非关税措施的负向影响大于关税措施,进出口政策、劳动力迁移政策、本地化政策、补

贴与国家援助政策、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其他措施类贸易摩擦的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均不利于数字产品出口质

量升级;不涉及具体产品贸易摩擦较涉及具体产品贸易摩擦的负向影响更大,近年来专门针对数字产品的贸易

摩擦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渐显著;OECD 成员发起贸易摩擦的阻碍效应大于非 OECD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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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rade frictions affect the quality upgrade of China’s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the core industr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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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hina’ 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ccelerate China’ s transformation into a trader of quality,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frequent trade frictions have intensified the uncertainty

of China’s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re industr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uses data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21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s on the upgrade of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quality,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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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rade Agreement(FT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creasing number and the deepening discrimination of

trade fric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hindered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China’ s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Its main

mechanism and channel are to push up the import price of intermediate goods and reduce the import quantity of

intermediate good. joining the FTA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rade frictions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s shows an “N” - shaped tre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on-tariff measur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ariff measures. The number and discriminatory of trade frictions such as import and export

policies, labor force migration policies, localization policies, subsidies and state aid policies, trade defence measures

and other measures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export quality of digital product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s not specifically aimed at specific products is stronger, but in recent years, trade frictions that specifically

target digital products have a gradually significant impact. The obstructive effect of trade frictions initiated by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member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non-OECD members.

Key words:trade friction; digital products; export quality; free trade agreement

　 　 推动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既是中国发展数

字贸易、培育外贸新动能、塑造出口竞争新优势、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度参与全

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统筹

发展和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更
是百年变局下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战略选

择。 近年来,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规模快速增长,但
出口质量升级速度缓慢。 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2024 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亦提出“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

量的关系”。 当前中国提升数字产品出口质量仍

面临逆全球化思潮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遭受贸

易摩擦数量不断增加、歧视性日益增强的挑战①。
频繁的贸易摩擦加剧了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

性,给中国数字产品出口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考
察贸易摩擦是否阻碍了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

级,探究相应的影响机制与条件并提出应对策略,
不仅成为亟待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对促进

我国外贸稳定发展、提高外贸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发现,高技术进口中间品的使用会

通过质量传递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效

应推动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1 - 2],频繁且多种

形式相互交织的贸易摩擦无疑会对中间品进口产

生影响。 那么,进口中间品是否是贸易摩擦影响

我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的渠道? 此外,近年来随

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我国签署的双边

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数量持续增加,相关

FTA 谈判和升级谈判也在有序推进。 FTA 不仅有

助于减少中国遭遇来自其他成员贸易摩擦数量,
收窄贸易摩擦范围,降低贸易摩擦歧视性,也有助

于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数字产品创

新能力。 由此,FTA 的签署能否削弱贸易摩擦对

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 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不仅为中国政府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也为新

时代中国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供解决思路

与实现途径。
本文聚焦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

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所定义的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具体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

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与数字要素驱动业,并将数字

产品界定为该四个行业涉及的所有产品,系统分

析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制

以及其中 FTA 的调节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

体现在:第一,综合考虑不同类型贸易摩擦,从数

量和歧视性两个维度研究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

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为研究贸易摩擦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视角;第二,聚焦数字产品,揭示了拉高中

间品进口价格和减少中间品进口数量是贸易摩擦

阻碍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渠道,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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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影响数字产品出口质量的内在机制提供

了新的见解;第三,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切入点,探
讨 FTA 对于缓解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

级抑制效应的有效性,拓展了 FTA 对国际贸易积

极作用的研究;第四,区分了不同质量数字产品、
不同类型与不同性质贸易摩擦,以及不同发展水

平贸易伙伴,从多个方面探究了贸易摩擦对数字

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影响的异质性,为政府决策提

供了多维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有 3 类。 第一,数字产

品出口的影响因素。 相关研究多聚焦出口规模和

技术复杂度,并普遍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双边距

离、地理接壤情况、是否使用共同语言、FTA 的签

署与条款深度等是重要影响因素[3 - 5]。 近年来部

分成果开始关注出口产品质量,陈千影和刘志

中[6]发现,中国签署的 FTA 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

深化能够有效促进我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 高新

月[7]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但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上升产生了不利影响。 许统

生等[8] 关注进口关税,得出本国数字产品进口关

税越低其出口质量升级速度越快的结论。
第二,贸易摩擦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相关

成果形成了 3 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阻碍论。 谢建国

等[9]指出,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不利于中国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 Amiti 等[10] 检验了 56 个经济体对美

国出口产品质量与进口关税的关系,发现关税提高

不利于世界技术前沿产品质量升级。 李长英等[11]

和张硕等[12]也认为,美国加征关税会显著降低中

国对美出口产品的质量。 二是促进论。 高新月

等[13]认为反倾销会倒逼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Manova 等[14]也指出,企业面对反倾销采取的产品

转换行为会带来质量的提升。 三是不显著论。
Ciani 等[15]发现反倾销对出口产品质量不存在显

著影响。
第三,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一些成果研究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影

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加入 WTO 促进了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16 - 17],也有学者认为加入 WTO 后,政策不

确定性下降导致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企业能够加入

国际贸易中,反而降低了整体出口的质量[18]。 另

有文献分析了签署 FTA 的影响,并指出中国与贸

易伙伴签署 FTA 可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19]。 还

有文献考察了中间品自由贸易的作用,认为其可

以显著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1,16]。
现有成果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但仍存在有待拓展的空间。 第一,
已有文献多集中于探讨反倾销或关税等的影响,
且较少将贸易摩擦解构为数量和歧视性两个维度

进行研究。 一方面,从数量和歧视性分别考察,不
仅可以更加准确判断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也有

助于政府与出口主体采取更有针对性措施应对贸

易摩擦;另一方面,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
易伙伴往往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
针对某一类型贸易摩擦的研究难免以偏概全或低

估其影响效应。 第二,现有研究较少专门关注数

字产品质量,系统分析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

质量影响机制以及其中 FTA 作用的成果更为鲜

见。 数字产品的独特特征意味着不能照搬其他产

品的研究结论,深入探究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

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渠道与条件,也是数字经济时

代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

三,已有成果较少考虑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贸易

摩擦,以及不同质量数字产品的差异性。 不同质

量数字产品受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类

型或涉及范围不同的贸易摩擦的影响程度也有所

差异,深入探究这种异质性,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精

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

一方面,贸易摩擦数量增多、尤其是针对数字

产品发起的贸易摩擦数量增加,会直接增加数字

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 同时,贸
易摩擦范围从涉及单个产品的摩擦逐渐演变为跨

产业、结构性的全面摩擦,从货物贸易摩擦开始向

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等多领域

扩展,会使我国数字产品出口企业获取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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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增加,利润空间因此受到压缩。 为了在发

起贸易摩擦的国家维持市场份额,企业可能选择

出口成本较低但质量也相对较低的产品,影响整

体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1,16]。
另一方面,贸易摩擦歧视性的加深,意味着对

中国数字产品出口的针对性增强,即往往仅针对

中国发起贸易摩擦或者对来自中国的数字产品设

定更为严苛的进口条件,与未遭受歧视性贸易摩

擦的出口主体相比,中国数字产品进入这些市场

面临更多的壁垒与更高的成本,限制了一些质量

高但成本也高的产品的出口。 此外,与贸易伙伴

间的技术交流是中国数字产品实现科技创新、提
升质量的重要途径。 先进技术拥有国所发起的歧

视性贸易摩擦,减少甚至切断了我国与对方在高

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不仅阻碍了科技进步,
也使中国数字产品出口主体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的

研发创新困难重重,严重影响数字产品出口质量

提升。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歧视性加深阻碍

了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二)影响机制:中间品进口效应

高技术中间品的使用可提升生产效率、引入

先进技术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最终产品质量升

级[20]。 贸易摩擦数量增加与歧视性加深会导致中

间品进口价格上升和数量下降,进而阻碍数字产

品出口质量升级。
1. 中间品进口价格上升效应

贸易摩擦数量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影响

中间品价格。 正常情况下,企业会以低于国内市

场的价格进口所需中间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利

润[20]。 关税类贸易摩擦数量增加、范围扩大直接

提高了中间品进口价格,诸如限制出口等非关税

措施则间接提高了中间品进口价格。 当来自贸易

摩擦发起国的进口中间品价格上升后,企业为获

取相同品质的中间品只能选择从其他国家转运或

者从第三国进口,由此带来运输成本、贸易伙伴搜

寻成本增加,导致中间品实际进口价格上升。 因

此,出口主体只能选择以牺牲中间品进口质量为

代价换取相同数量中间品的进口,势必导致出口

的数字产品质量下降。
贸易摩擦歧视性同样会通过推高进口中间品

价格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产生影响。 与传统产品

相比,数字产品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所用中间品

质量也更高。 部分国家针对我国数字产业发起针

对性、歧视性更强的贸易摩擦,通过知识产权垄断

等方式,提高我国获取数字产品生产所用高质量

中间品的价格。 数字产品出口企业迫于中间品成

本上涨压力,被迫转向自主研发,由于新技术的突

破耗时较长,阻碍了数字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歧视性贸易摩擦发生后,为保护数

字行业发展,我国往往会针对贸易摩擦发起国的

相应产品采取提高进口关税等反制措施,进而推

高中间品进口价格,使那些通过进口中间品生产

数字产品的企业成本增加,研发资金受限,出口质

量进一步受到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2a。
假说 2a: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歧视性加深通过

提升中间品进口价格阻碍数字产品出口质量

升级。
2. 中间品进口数量下降效应

贸易伙伴国对我国发起数量更多、范围更广

的贸易摩擦后,由于进口中间品的价格不断攀升,
导致中间品进口数量减少,使得以这类中间品为

原料的相关产业的生产无法得到保证。 企业为获

取足够的中间品,通常会选择从国内购入价格较

高的同类中间品或寻找新的国际贸易伙伴,从而

导致生产成本和搜寻成本增加。 数字产品出口主

体会因此削减创新投入,影响产品质量升级。
贸易伙伴针对我国采取技术断供、对高技术

含量中间品出口管制等歧视性贸易摩擦措施,直
接导致数字产品出口企业高技术中间品进口数量

下降。 一方面,在高技术中间品进口市场难以迅

速转换和国内相关替代品难以快速研发的背景

下,企业进口高技术中间品数量下降,使用这类中

间品生产并出口的数字产品质量下降。 另一方

面,高精尖技术中间品具有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
可以提高与其相关的其他数字产品质量。 当高技

术中间品进口数量下降时,受知识溢出效应影响

的其他数字产品的出口质量也会下降。 据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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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假说 2b。
假说 2b: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歧视性加深通过

减少中间品进口数量阻碍数字产品出口质量

升级。
(三)FTA 的调节效应

FTA 的签署可以削弱贸易摩擦对中国数字产

品出口质量升级的阻碍作用。 第一,FTA 的关税

减让和非关税壁垒削减,直接减少了成员间贸易

摩擦数量,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技术交流,所
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也会加剧市场竞

争、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率,这都会直接推动企业数

字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FTA 的争端解决机制

会增加其他成员对中国发起歧视性贸易摩擦的成

本,削弱这些成员对中国发起歧视性贸易摩擦的

动机,降低歧视性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

升级的阻碍效应。 第三,FTA 的签署可以产生“第
三方效应”和“感染效应”,既可以降低非成员与中

国的贸易摩擦[21],也可以促进更多国家与中国缔

结伙伴关系[22],进一步降低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数

量与歧视性程度,并促进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从而

提升数字产品出口质量。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FTA 能缓解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歧视

性加深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阻碍。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假说 1,本文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

型:
lnquality jkt = β0 + β1 lnnumber jt + β2Controls +

φtk + θ jk + μ jkt (1)
lnquality jkt = β0 + β1 lndiscriminatory jt +

β2Controls + φtk + θ jk + μ jkt (2)
式(1)、式(2)中, j、k、 t 分别代表贸易伙伴、

产品与时间。 lnquality jkt表示 t 时期中国对贸易伙

伴 j 出口 k 产品质量的自然对数; lnnumber jt 和
lndiscriminatory jt分别表示 t 时期中国遭受贸易伙

伴 j 发起贸易摩擦数量与歧视性的自然对数;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合集, φtk 表示时间—产品固定

效应, θ jk 表示国家—产品固定效应, μ jkt 是随机扰

动项。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 Khandelwal 等[23]和 Fan 等[17]的研究,采
用需求端的事后推测法测算 t 时期中国向贸易伙

伴 j 出口 k 产品的质量。 具体来说,对如下方程进

行回归。
lnx jkt = - σk lnp jkt + φjt + ε jkt (3)

式(3)中, x jkt 为出口数量; p jkt 为出口价格; σk

为产品替代弹性; φjt 表示出口目的地—时间固定

效应; ε jkt 为残差。 σk 由将 Broda 等[24]的估计弹性

加总到 HS2 位编码计算得出。 参考毛日昇等[25]

的做法,使用价格数量数据对式(3)进行回归,可
获得被估算产品的质量:

quality jkt =
ε︿ jkt

σk - 1 (4)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贸易摩擦数量与歧视性,以
贸易摩擦实施时间为基准进行测度。 数量采用 t
时期贸易伙伴 j 对中国发起的所有贸易摩擦数量

衡量。 为尽可能地减弱极端值带来的影响,进一

步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计算公式为:

number jt =
num jt

max(num jt)
(5)

式(5)中, num jt 表示 t 时期 j 对中国发起贸易

摩擦的数量; max(num jt) 表示不同贸易伙伴对中

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最高数量。 number jt数值越大,
贸易伙伴发起的贸易摩擦越多。

对于歧视性,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对

每一条贸易摩擦的歧视性程度进行了区分,贸易

伙伴 j 对中国发起的一项贸易摩擦无歧视性赋值

为 0,可能存在歧视性赋值为 1,一定存在歧视性赋

值为 2,本文以此为基础,将得分加总得到贸易摩

擦歧视性程度,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计算公

式为:

discriminatory jt =
∑ n

1
measureijt

max(discriminatory jt)
(6)

式(6)中,measureijt表示 t 时期 j 对中国发起第

i 个贸易摩擦歧视性得分; ∑
n

1
measureijt 表示 t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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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j 对中国采取 n 个贸易摩擦措施歧视性得分的

加总; max(discriminatory jt) 表示不同贸易伙伴发

起贸易摩擦歧视性的最高得分。 discriminatory jt数
值越大,贸易摩擦歧视性越强。

3. 控制变量

参照张先锋等[26]、施炳展等[27]、 Abdelgany
等[28]的研究,控制变量的选取及衡量方式如下:贸

易自由度测算公式为 openijt =
E ijtE jit

E iitE jjt
,根式内分子

为 t 时双边贸易量乘积、分母为各国国内贸易量乘

积,国内贸易量为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出

口值,取自然对数(lnopenijt)表示;贸易伙伴汇率使

用其货币实际有效汇率取自然对数( lnejt)表示;贸
易伙伴生产总值用 GDP 取自然对数( lnGDP jt)表

示;贸易伙伴互联网发展水平用其使用互联网人

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取自然对数(lninternet jt)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 201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的月度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参考许统生等[8] 的做法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与 HS 编码匹配得到

HS6 分位数字产品相关代码,并从中国海关数据库

获得中国对 187 个贸易伙伴数字产品出口数据;贸
易摩擦数据来源于 GTA 数据库,控制变量相关数

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quality 1 074 918 - 2. 729 4 1. 261 0 - 16. 772 6 3. 373 2
lnnumber 2 638 618 - 4. 300 5 1. 780 4 - 7. 012 1 0. 000 0

lndiscriminatory 2 638 618 - 4. 285 9 1. 779 8 - 7. 670 9 0. 000 0
lnopen 1 615 177 - 6. 158 7 1. 725 1 - 15. 870 4 0. 307 0
lne 1 800 124 4. 586 0 0. 152 1 3. 921 5 7. 078 9

lnGDP 3 507 179 25. 073 3 2. 080 7 18. 953 0 31. 637 9
lninternet 3 415 596 3. 783 3 0. 863 0 - 0. 356 7 4. 605 2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对式(1)和式(2)的回归结果见表 2。 贸易摩

擦数量与歧视性的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表明贸易

摩擦数量增多和歧视性加深会增加数字产品出口

企业生产成本、贸易成本和技术创新成本,阻碍国

际技术交易,不利于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假说

1 得证。 控制变量的影响基本符合预期。 贸易自

由度提高、贸易伙伴 GDP 增加与互联网发展均显著

促进了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贸易伙伴货币实际

有效汇率上升不利于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quality

lnnumber - 0. 041 2∗∗∗

( - 5. 780 3)
—

lndiscriminatory — -0. 044 0∗∗∗

( - 6. 198 9)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国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333 805 333 805
调整后的 R2 0. 769 0. 769

注:括号内数值为修正异方差后的 t 值;∗∗∗、∗∗和∗分别代表系数
在 p < 0. 01、p < 0. 05、p <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采用 6 种方

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质量计算使用的

弹性。 一是使用 Soderbery[29]在供给弹性异质性

假设下计 算 的 产 品 需 求 弹 性;二 是 参 考 Fan
等 [16]的做法,使用弹性固定为 5 估计。 第二,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 分别更换为对出

口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quality jkt =
quality jkt - min(quality jkt)

max(quality jkt) - min(quality jkt)
)、计算质量时加

入产品固定效应、使用出口价格衡量。 第三,更换

核心解释变量统计标准。 以贸易摩擦措施宣布时

间为基准,重新计算贸易摩擦数量与歧视性。 第

四,克服遗漏变量问题。 继续加入贸易伙伴与中

国的距离、贸易伙伴与中国是否使用同一语言、中
国 GDP、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以及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等新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数据来源于联合

国、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五,排除样本

选择偏误。 对数据进行 1%截尾处理后重新回归。
第六,考虑内生性问题,构造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最小二乘(2SLS)回归。 一是借鉴侯俊军等[30] 的

做法,选取贸易伙伴对第三国实施贸易摩擦数量

的平均值和歧视性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二是

选取国家亲疏关系作为贸易摩擦的工具变量,并
参考 Bailey 等[31]的方法根据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

计算各国理想点,以贸易伙伴与中国理想点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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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衡量双边亲疏关系。 以上方法得到的结论

均与基准回归一致。
(三)机制检验

参考江艇[32]的做法,分别将中间品进口价格

与中间品进口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影响机

制检验,结果如表 3 第(1)列、第(2)列、第(3)
列、第(4)列所示。 贸易摩擦数量与歧视性的系

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遭受贸易摩擦数量增多

和歧视性加深均会使中间品进口价格上升和数

量下降。 中间品进口价格上升和数量下降会增

加企业的贸易成本或降低中间品进口质量,不利

于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因此,中间品进口效

应是贸易摩擦影响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的机制,即贸易摩擦数量增多和歧视性增强可以

通过提高中间品进口价格与降低中间品进口数

量阻碍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假说 2a 和

假说 2b 得证。
(四)FTA 的调节效应

为验证假说 3,本文在式(1)和式(2)的基础

上,分别加入 FTA 与贸易摩擦数量的交互项和贸

易摩擦歧视性的交互项,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 FTA
变量。 其中,FTA 采用生效时间统计,若 t 时期贸

易伙伴 j 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且生效,则取值

为 1,否则为 0。 表 3 第(5)列、第(6)列为调节效

应检验结果。 FTA 与贸易摩擦数量和歧视性的交

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FTA 会显著削弱贸易

摩擦数量增多和歧视性加深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

升级的阻碍。 假说 3 得证。
表 3　 机制检验与 FTA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机制检验

中间品进口价格 中间品进口数量

(1) (2) (3) (4)

调节效应检验

(5) (6)

lnnumber 0. 631 8∗∗∗

(21. 710 3)
— -0. 450 3∗∗∗

( - 15. 817 1)
— -0. 058 7∗∗∗

( - 7. 406 0)
—

lndiscriminatory — 0. 588 7∗∗∗

(20. 279 2)
— -0. 412 0∗∗∗

( - 14. 512 4)
— -0. 061 5∗∗∗

( - 7. 824 4)

FTA × lnnumber — — — — 0. 046 9∗∗∗

(5. 618 3)
—

FTA × lndiscriminatory — — — — — 0. 046 0∗∗∗

(5. 622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56 243 756 243 756 243 756 243 333 805 333 805
调整后的 R2 0. 123 0. 123 0. 180 0. 180 0. 769 0. 769

五、异质性分析

(一)数字产品质量异质性

不同质量数字产品出口主体面临贸易摩擦的

应对策略存在差异。 本文参考祝树金等[33] 的做

法,按照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分位数将全样本拆分

最低质量、较低质量、较高质量和最高质量四个子

样本进行回归②,结果见表 4。 贸易摩擦数量和歧

视性均未对最低质量数字产品出口质量产生显著

影响,原因是该类产品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
当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或歧视性加深时,出口主体

如果选择降低质量会被其他竞争者取代,市场份

额会急剧缩减。 贸易摩擦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

均不利于较低质量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产品

质量较低的企业往往采取价格竞争模式,且受众

多为价格敏感型消费者,通过薄利多销手段吸引

更多消费者[34],贸易摩擦带来出口成本上升,为维

持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往往选择出口更低质量的

数字产品。 贸易摩擦数量增多对较高质量数字产

品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贸易歧视性则产

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这是因为处于较高质量的企

业面对贸易摩擦数量上涨会有更多选择,部分企

业通过出口低质量产品以应对贸易摩擦数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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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成本上升,另一部分企业则通过加大创新

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吸引更多消费者[14],中国所遭

受贸易摩擦的歧视性与针对性增强,生产较高质

量数字产品获取高技术中间品的成本也会上升,
从而抑制了该类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就最高质量

数字产品而言,贸易摩擦数量和歧视性的影响均

显著为负。 可能是因为高精尖产品是发达经济体

战略防范的重点[26],贸易伙伴针对该类产品往往

发起数量更多、范围更广、歧视性更强的贸易摩

擦。 综上,随着质量的提升,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受

贸易摩擦影响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

“N”型变化趋势。 这也表明对质量较低的数字产

品而言,适当地质量升级是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

手段之一。
表 4　 数字产品质量异质性

变量
最低质量 较低质量 较高质量 最高质量

(1) (2) (3) (4) (5) (6) (7) (8)

lnnumber 0. 007 7
(0. 381 5) — -0. 015 4∗∗∗

( - 3. 169 8)
— -0. 005 5

( - 1. 588 5) — -0. 035 2∗∗∗

( - 8. 214 5)
—

lndiscriminatory — 0. 006 0
(0. 299 8) — -0. 016 1∗∗∗

( - 3. 326 7)
— -0. 006 0∗

( - 1. 741 9)
— -0. 037 0∗∗∗

( - 8. 611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0 715 70 715 72 355 72 355 78 132 78 132 103 880 103 880
调整后的 R2 0. 370 0. 370 0. 458 0. 458 0. 513 0. 513 0. 920 0. 920

注:系数组间差异性检验 p 值为 0,即分组回归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 下同。

　 　 (二)贸易摩擦性质异质性

1. 关税与非关税

根据贸易摩擦性质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关

税措施与非关税措施,实证结果如表 5。 关税措施

的影响不显著,非关税措施数量上涨与歧视性加

深均阻碍了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可能是因为

非关税措施更具灵活性、针对性、隐蔽性和歧视

性,更容易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
表 5　 关税措施与非关税措施异质性

变量
关税措施 非关税措施

(1) (2) (3) (4)

lnnumber - 0. 005 9
( - 1. 301 4) — -0. 046 5∗∗∗

( - 8. 533 7)
—

lndiscriminatory — -0. 005 9
( - 1. 307 7) — -0. 047 4∗∗∗

( -8. 800 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产品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22 075 322 075 323 863 323 863
调整后的 R2 0. 773 0. 773 0. 773 0. 773

2. 不同类型贸易摩擦

本文根据性质差异将贸易摩擦分为 9 类,对每

一类贸易摩擦数量与歧视性的回归结果见表 6。
进出口政策、劳动力迁移政策、本地化政策、补贴

与国家援助政策、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其他措施类贸

易摩擦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均不利于数字产品出

口质量升级,而资本管制与汇率政策、外商投资政策

以及公共采购政策类贸易摩擦的影响均不显著。
(三)贸易摩擦涉及范围异质性

1. 是否涉及具体产品

根据涉及范围不同,将贸易摩擦分为涉及具体

产品的措施和不涉及具体产品的措施,回归结果如

表 7 所示。 无论是否涉及具体产品,贸易摩擦数量

和歧视性的加剧都会抑制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但不涉及具体产品的影响更大。 原因在于,与涉及

具体产品相比,不涉及具体产品的贸易摩擦增加了

诸如移民政策和知识产权等非关税措施,形成了更

隐蔽的贸易壁垒,对数字产品贸易的限制程度更高。

表 6　 不同类型贸易摩擦异质性

变量
资本管制与
汇率政策

进出口政策
外商

投资政策
劳动力迁移

政策
本地化
政策

公共
采购政策

补贴与国家
援助政策

贸易救济措施 其他措施

lnnumber 1. 985 7
(0. 851 7)

- 0. 020 4∗∗∗

( - 4. 941 5)
0. 005 9

(0. 782 9)
- 0. 111 1∗∗∗

( - 9. 809 9)
- 0. 036 5∗∗∗

( - 6. 382 7)
0. 005 3

(0. 788 7)
- 0. 016 7∗∗∗

( - 5. 032 7)
- 0. 066 9∗∗∗

( - 10. 320 1)
- 0. 488 6∗∗∗

( - 3. 903 4)
lndiscriminatory 1. 895 5

(0. 851 4)
- 0. 020 9∗∗∗

( - 5. 064 5)
0. 005 8

(0. 878 0)
- 0. 088 0∗∗∗

( - 10. 243 1)
- 0. 035 6∗∗∗

( - 5. 908 8)
0. 004 9

(0. 740 9)
- 0. 018 2∗∗∗

( - 5. 447 4)
- 0. 068 4∗∗∗

( - 10. 386 8)
- 0. 467 1∗∗∗

( - 3. 902 9)
注: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常数项、固定效应、样本量、调整后的 R2结果均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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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是否涉及具体产品异质性

变量
涉及 不涉及

(1) (2) (3) (4)

lnnumber -0. 030 3∗∗∗

( - 4. 716 6)
— -0. 063 9∗∗∗

( - 9. 182 1)
—

lndiscriminatory — -0. 032 0∗∗∗

( - 4. 949 8)
— -0. 065 8∗∗∗

( - 10. 733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产品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3 309 333 309 235 601 235 601
调整后的 R2 0. 769 0. 769 0. 803 0. 803

2. 是否专门针对数字产品

根据是否专门针对数字产品,将贸易摩擦分

为专门针对数字产品的贸易摩擦和不专门针对数

字产品的贸易摩擦,分别记为数字产品贸易摩擦、
非数字产品贸易摩擦。 观察表 8 第(1)列 ~ 第(4)

列可知,非数字产品贸易摩擦数量增多、歧视性加

深均不利于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数字产品贸

易摩擦的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前期

数字产品贸易摩擦数量与歧视性有限且整个样

本期内均相差巨大所致。 同时,考虑到近年来数

字产品贸易迅猛发展,本文继续将总样本时间跨

度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段,观察数字贸易摩擦

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改变。 其中,前期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后期为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表 8 第(5)列 ~ 第(6)列为前期

样本的结果,第(7)列 ~ 第(8)列为后期样本的

结果。 前期样本数字产品贸易摩擦的影响不显

著,但后期样本数字产品贸易摩擦显著阻碍了中

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的升级。
表 8　 是否专门针对数字产品异质性

变量
非数字产品贸易摩擦 数字产品贸易摩擦

(1) (2) (3) (4) (5) (6) (7) (8)

lnnumber - 0. 043 3∗∗∗

( - 5. 971 6)
— -0. 005 0

( - 0. 701 4) — 0. 022 4
(1. 185 2) — -0. 017 3∗∗

( - 2. 027 7)
—

lndiscriminatory — -0. 046 3∗∗∗

( - 6. 414 0)
— -0. 005 7

( - 0. 807 1) — 0. 022 4
(1. 188 3) — -0. 018 0∗∗

( - 2. 097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0 552 330 552 126 012 126 012 21 455 21 455 104 467 104 467

调整后的 R2 0. 770 0. 770 0. 831 0. 831 0. 861 0. 861 0. 835 0. 835

　 　 (四)贸易伙伴发展水平异质性

不同发展水平贸易伙伴发起的贸易摩擦对中

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可能存在差异性影响。
本文将贸易伙伴分为 OECD 经济体和非 OECD 经

济体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第(1)列 ~ 第(2)
列为 OECD 经济体的结果,第(3)列 ~ 第(4)为非

OECD 经济体的结果。 无论数量还是歧视性,
OECD 经济体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带来的负向影

响均大于非 OECD 经济体。 原因在于:一是 OECD
经济体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更为频繁,且多采用非

关税措施;二是随着中国产品质量不断上升,与
OECD 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后者为维护自

身在高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会针对性地采取限

制关键产品出口与人才流动管控等歧视性政策,
甚至联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表 9　 贸易伙伴发展水平异质性

变量
OECD 非 OECD

(1) (2) (3) (4)

lnnumber -0. 074 0∗∗∗

( - 8. 105 6)
— -0. 020 5∗

( - 1. 715 5)
—

lndiscriminatory — -0. 076 0∗∗∗

( - 8. 254 3)
— -0. 025 6∗∗

( -2. 198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国家—产品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产品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08 680 208 680 122 764 122 764
调整后的 R2 0. 796 0. 796 0. 732 0. 732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贸易摩擦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均不

利于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推高中间品进

口价格与减少中间品进口数量,是贸易摩擦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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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与渠道。 FTA
的签署可以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

量升级的抑制效应。
第二,贸易摩擦对数字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

因产品质量、贸易摩擦性质、贸易摩擦涉及范围以

及贸易伙伴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就不同产品质量而言,贸易摩擦的影响呈“N”型态

势;在贸易摩擦性质方面,非关税措施的阻碍作用

较关税措施更大,进出口政策、劳动力迁移政策、
本地化政策、补贴与国家援助政策、贸易救济措施

以及其他措施类贸易摩擦数量增多与歧视性加深

均不利于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从涉及范围来

看,不涉及具体产品贸易摩擦较涉及具体产品贸

易摩擦的负向影响更大,不专门针对数字产品的

贸易摩擦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是近年来专

门针对数字产品的贸易摩擦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

渐显著;在不同发展水平贸易伙伴方面,OECD 成

员发起贸易摩擦的阻碍效应更大。
(二)政策启示

第一,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一方面,相关部门

或行业协会应积极主动与贸易伙伴进行协商,推
动贸易双方数字产品间技术交流合作,必要时有

针对性地采取适度反制措施,降低企业数字产品

出口面临的隐形成本,为出口质量升级提供有利

条件。 另一方面,政府可设立贸易摩擦信息预警

平台,实时追踪数字产品出口市场与国际形势变

化,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进行预警,便于国内出

口企业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贸易摩擦信息,为企

业更好应对贸易摩擦预留时间。 同时,鼓励出口

企业之间信息共享,共同抵御贸易摩擦。
第二,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

贸易伙伴的互利合作。 一是推动与更多贸易伙伴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升级已有自由贸易协定,充分

发挥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摩擦的缓冲作用。 二是

深化合作,充分发挥中国与贸易伙伴数字产品的

互补性。 加强中欧科技合作,为中国数字产品出

口质量升级提供更先进的技术支持;继续推动中

国与东盟、非盟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保障网络设施

的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充分利用争端

解决机制,缩小贸易摩擦的影响范围,降低贸易摩

擦的冲击程度。
第三,出口企业应加大数字产品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企业应重视数字产品关键技术的研发创

新,着力提升核心电子元件以及关键性基础材料

的供给能力,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尽量避免因

国外技术断供带来的产品质量升级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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